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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拾粹

《南越木简》付梓之际，课题组同志嘱我作序。“南越
木简”出土于“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在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连串重要考古发现，引起学术
界的高度重视。当时负责“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的麦
英豪先生，邀请我到广州考察，他希望与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合作，把这一考古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广州市考古机构有着很
好的合作历史传统。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南越王墓
发现伊始，麦英豪先生就向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提出合作发掘南越王墓的建议，
并得到夏鼐先生的积极支持。随后双方开展的南越王
墓田野考古工作合作密切，田野考古报告《西汉南越王
墓》整理、编著合作更为紧密，此书出版以后荣获“夏鼐
考古学一等奖”，获得学术界的赞誉。鉴于这样的历史
背景，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表示愿意与
广州市文物考古机构合作开展“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
工作。随后麦英豪先生邀请我赴广州商议今后“南越国
宫署遗址”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思路与实施计
划。我希望“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工作重点应该落实
在“南越国都城”与“南越国宫城”遗址方面，而都城、宫
城的核心是“宫殿建筑遗址”，这是“国家”的“政治平
台”。我认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南越国宫署遗址”考
古工作的“重点”“学术突破点”与考古“切入点”应该集
中在南越国王宫及其宫殿建筑遗址。麦英豪先生赞同
我的上述意见，并希望我提出一个近期及今后较长一
段时间，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工作重点、学术突破点、
考古工作的切入点等问题的思路。我询问了 90年代以
来“南越国宫署遗址”的考古发现具体情况，他提到
1995年考古发现了南越国宫苑的“蕃池”遗址，1996年
夏秋之际又在“蕃池”遗址以西 30 米考古发现了一个
南越国时期的“水井”，“水井”西侧大灰坑内发现大量
砖瓦建筑材料堆积。根据麦英豪先生提供的以往考古
工作信息，我根据在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发掘的经验，建

议以“蕃池”西部
“水井”遗址为基
点，向西北部安排
试掘探方，开展寻
找“ 宫 殿 建 筑 遗
址”的考古工作技
术 路 线 。2000 年
初，广州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与南越王宫
博物馆筹建处组
成联合考古队，开
始合作考古勘探、
发掘南越国宫城
遗址，首先通过考
古试掘确认了水

井西北部的“宫殿建筑遗址”（编号“南越国王宫一号宫
殿建筑遗址”），其后在其附近进行了考古勘探、发掘工
作，证实南越国的宫殿遗址就在儿童公园之下。这一重
要发现曾经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大多数学者认为这
一发现十分重要，也有一些著名考古学家质疑这不是
南越国宫殿建筑遗址。时间是检验科学的重要因素，随
着南越国宫城及宫殿建筑遗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
重要考古发现一个又一个地面世，南越国都城、宫城、
宫殿遗址得到学术界认同，那些“质疑”之声也就销声
匿迹了。广州市政府面对南越国王宫、宫殿建筑遗址的
考古发现，果断、迅速作出时任市长林树森所说的“如果
儿童公园发掘出南越国时期的宫殿遗址，儿童公园整体
搬迁”重要决定，2002年儿童公园进行了整体搬迁。2003
年后，联合考古队在南越国宫城遗址先后考古发掘了南
越国王宫“一号宫殿遗址”“二号宫殿遗址”，究明了“宫
城遗址”范围，使两千多年前的“南越国宫城遗址”得以

全面保护并展示给世人。2011年我与原广州市市长、贵
州省省长林树森同志作为“第十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
会”的代表，在台湾参会期间，我们又愉快地回忆起十几
年前这件事，我想当时正是林树森市长的“搬迁儿童公
园”的果断决定，使“南越国宫城遗址”得以保存，并能够
得以进行大面积的考古发掘，从而使一些重大考古发现
成为现实。现在即将付梓的考古发掘报告《南越木简》，
就是儿童公园整体搬迁之后的那些重大考古发现的科
研成果之一。

《南越木简》一书是2004年11月至2005年1月联合
考古队在南越国宫苑遗址渗水井（编号 J264）考古发掘
及出土南越国时期木简的田野考古报告。该报告是联合
考古队同志对 J264渗水井考古发现及多学科、跨学科进
行了全面、深入的科学研究成果，其中尤以 J264出土木
简学术意义最为重要，因此这项考古发掘、研究的考古
报告，命名为《南越木简》。

以往出版的秦汉简帛考古报告也有不少，但是我读
了《南越木简》稿，觉得该课题编著者的这部“考古报
告”，其“木简”的学术意义“非同一般”，“考古报告”的编
著特点很有“考古学特色”，它们主要有以下几点：

南越木简属于西汉诸侯王国——南越国王宫木简
文书 南越木简出土于南越国王宫之宫苑中的渗水井
使用过程形成的堆积中，木简出土“空间”位置说明这些
木简应该是王宫“使用”的遗存。进一步的佐证是木简中
的文字也充分说明了这点，如木简中的“陛下”“公主”

“宫门”“守苑”“蕃禺”“南海”等木简文字，均与南越国王
宫相关事务有关。再有，其中一些简文内容多与南越国
王宫相关，可能有的就是王宫文书。

木简之中文字多有涉及法律、籍薄等文书内容，诸
如律令、爰书、奏谳书等，属于籍薄内容的出入籍、门籍、
物籍等。木简文字记载的职官、刑法、赋税、从军等内容，
无疑折射出木简出土地的政治与社会历史，这恰恰与南
越国宫城遗址的“性质”是“一致的”。上述木简因为出土

于南越国宫城遗址，宫城作为南越国的政治中心，其木
简文字内容自然与南越国历史密切相关。这批木简不是
墓葬中的“随葬品”，而是官方的“文书”，而且又不是一
般“县级”的“官方文书”，而是“王宫文书”，这是首次发
现的西汉诸侯王的都城、宫城之中的具有王宫文书性质
的“简”。

南越木简填补了《史记·南越列传》的一些重要历史
文献记载 木简及碎片共计136枚，墨书文字共约1200
字。《南越木简》作者认为木简时代属于南越国早期，其
年代早于《史记》80年，而刘瑞统计《史记·南越列传》共
计 2480字，而南越国王宫遗址出土南越木简的现存文
字约 1200字，其中大多又为历史文献记载中所少见或
不见，对于南越国及西汉诸侯王国历史研究意义重大。

南越木简是“中华民族”形成于秦汉时代的重要佐
证之一 南越国作为距离秦汉帝国最远的地区之一，南
越木简的文字及体例与中原地区的汉代书简、律简相
同，加之考古发现南越国都城、宫城遗址及南越王墓的
建筑形制、出土遗物等“国家文化”载体与“大中原地区”
的同类遗存的一致性，这些考古发现物化载体佐证了华
南地区早在秦汉时代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圈”的组
成部分。

《南越木简》考古报告的“考古学”特色 多年来各
地考古发现的简帛类遗存为数不少，近年来也整理、编
写、出版了一批简帛类考古报告，但是《南越木简》与以
往“简牍报告”所不同的是，本报告编著者注重以考古学
方法进行木简“自身”及木简文字所涉及环境与社会的
研究，如《南越木简》中的植物遗存、动物骨骼等分析，尤
其是木板、木片、木炭及植物叶片的分析、鉴定等，对于
南越木简材料产地，以及进一步对木简文字的书写地与
相关年代学研究，均提供了科学支撑。可以说《南越木
简》考古报告中“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在同类著作中是
十分突出的部分，我们期待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出土
文献类”（如甲骨文、金文、简帛等）田野考古报告问世。

吴昌硕是我国近代杰出的艺术大师，融“诗、书、画、印”四
绝于一炉，取得了杰出成就。著名书法家、篆刻家沙孟海曾经
说道：“昌硕先生以诗、书、画、印四绝雄视一世，一般看法，他
的最基本功夫是放在书法上的。”

书法，是吴昌硕艺术的基础，绘画离不开书法，篆刻更是
离不开书法。在诸多书体中，吴昌硕一生用功最勤的便是篆
书。对石鼓文书法的毕生探究，成就了其篆书艺术，并且在临
学过程中，能够做到汲古出新，形成自己的风格。吴昌硕的艺
术成就，并不仅仅靠天分，更是他比常人付出了百倍的努力。

笔者供职于吴昌硕纪念馆，常年沁润在艺术大师的作品
中，特别是对馆藏不同时期吴昌硕的篆书作品，通过反复研学，
感悟颇深。现就其篆书艺术的成长和篆学思想谈点个人体会。

篆书艺术的成长之路

以拓为本的研习阶段 清末，习篆者多师杨沂孙、邓石
如、吴熙载等诸家。吴昌硕在初学篆书时也不例外，从他早年
的一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杨沂孙作品的研习是下过一番工
夫的。其书风特点是用笔含蓄凝练，结体工整严谨，圆中带方，
方中有圆，婉转流畅，藏头护尾，如1879年吴昌硕为甫江仁兄
所作的篆书《“万顷半潭”七言联》（图1）。虽然此时他个人风
格还没有明显呈现，但是对于篆书的学习却有了一个良好的
开端，为日后自身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光绪丙戌年（1886），吴昌硕与潘瘦羊同游虎丘山，作诗相
赠。潘瘦羊知道吴昌硕一向对石鼓文有嗜癖，就将家藏的当朝
名臣、书法家汪鸣銮（字郋亭）收藏的石鼓精拓本赠答。吴昌硕
如获至宝，沉迷于此，数十载反复临摹研习，在不同的时期都
有不同的收获，由此奠定了他的篆书基础。吴昌硕还专门作了

《瘦羊赠汪郋亭侍郎鸣銮手拓石鼓精本》长诗，其中“金石刻画
年复年，锲不能舍笔渐努”“清光日日照临池、汲干古井磨黄
武”，道出了此时无限惊喜和决意终生学石鼓的心意。

贵能深造的探索阶段 经过前一阶段的积淀和修炼，吴
昌硕对《石鼓文》的揣摩已有了相当的深度。以“画当出己意，
墓仿随尘垢。即使能似之，已落古人后”及“诗文书画有真意，
贵能深造求其通”的思想指导其对“石鼓”的深入研习。他临摹
石鼓文，在临习小篆的基础上，已不局限于一笔一画的描绘，
随意取舍，使石鼓文渐生奇姿，“结法渐离原刻”，在中锋平正、
结字宽绰的风格中蕴藏着即将爆发的“郁勃之势”。

吴昌硕在 65 岁时，临石鼓文落款中称：“予学篆好临石

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此时，吴昌硕所写
石鼓文注重的是整体气势的突出，达到了古人所说的“临气不
临形”之境界，如 1908年，他为竹庭先生作篆书《“扁舟遁世”
七言联》（图2），一改原拓方正的结体，开始出现左低右高的
偏斜之势，用笔粗细变化明显，有灵动之感。说明其篆书风格
逐渐摆脱了石鼓文方正平整的结构，字形修长，姿态横生，正
是受到小篆字形结体的影响。从结构上看，上紧下松，下半部
分飘动摇曳，活泼灵动，神采奕奕。

1909年，吴昌硕为殿臣仁兄属集石鼓十四字《“白兔黄马”
七言联》（图3），作品气势雄浑而韵味醇厚，庄重大气而又不
呆板，仔细研习不难看出，书家是以苍劲雄浑的石鼓之气统领
整幅作品的气韵，又巧妙地揉入了小篆的劲挺秀雅之意，揭开
了篆书书写的新篇章。此时，吴昌硕对石鼓文的学习又更上了
一层楼。不论是对石鼓文的临摹还是集石鼓文的楹对墨迹，都
是全出己意，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此期作品，凝练遒畅，打破
原石鼓文的方整、均匀、对称，代之以左右上下相参取势，横画
已无纯粹的平直，长画则纵放有致，一个活脱脱的“吴氏石鼓”
面目完全确立起来。

自成风格的成熟阶段 70岁以后，吴昌硕的石鼓书风已
然成熟，其用笔的熟谙已到随心所欲的地步，对临写石鼓文需
掌握的要素“重严而不滞，虚宕而不弱”心领神会，字的线条丰
富多变，常方圆互见。结体上则左右紧束，上下纵展，彻底改变
了石鼓文方正圆匀平整的形态，充分显示出恣肆烂漫的艺术
生命力，如1920年，吴昌硕为仲篪仁兄属书，为集残本石鼓字
的《“鱼如虎惟”七言联》（图4），线条纵横豪肆，结字以自然参
差取势，凝重中更见活泼。

吴昌硕不仅喜爱石鼓文，对散氏盘也偏爱有加，他将金文
强烈的艺术个性，揉入了石鼓文当中，大大增加了石鼓文的艺
术魅力，如1922年，吴昌硕试濠叟藏墨，集散鬲字于海上禅甓
轩的《“自奉又传”七言联》（图5），在用笔上用如“屋漏痕”的
笔法和浓墨来表现散氏盘的恣意狂放，在字形结构上将散氏
盘的天真自然融入石鼓文的创作中，错落险峻，随意布形，不
拘一格，用笔如刀，给人以铜浇铁铸的力量。

吴昌硕晚年书写的石鼓文，古朴又不乏灵动，充分显示了
郁勃烂漫的艺术魅力，此时再临摹石鼓文便是了然于心，取舍
有度，到了遗貌取神、临神不临形的阶段。1927年吴昌硕为犀
园仁兄三十大庆作《寿》字（图6），线条丰富多变、方圆结合、
开合有度，功夫已臻登峰造极之化境。“石鼓篆书第一人”，再
无人出其右。

篆学思想的鲜明个性

“昌硕石鼓”现已成为一个专门的艺术范畴，也是海派书
法的巅峰。只要说到石鼓，自然要想到吴昌硕，言及吴昌硕亦
必定会提到石鼓，两者已完全融合在一起。如果说石鼓文的书
法端庄隽美、古朴淳雅、雄浑凝重，横整行格基本整齐，结体已
近秦刻石，开小篆书体之先河，那么吴昌硕石鼓则呈现出另一
种不可一世的浩大气魄，他以超人的才力，遥接先秦石鼓神秘
之气息，然后化为己意而出之，“不是石鼓胜似石鼓”，具有空
前的超越意义，形成了其鲜明而独特的篆学思想。

用墨浩然，落笔豪肆，老辣苍劲，力能扛鼎，打破了古人写
篆书线条粗细均匀、毫无变化的特点，取而代之的是以粗细变
化的笔触来表现具有生命力的灵动线条，富有韵律，不计工
拙，不斤斤于细部点画的描绘，整体用笔方中有圆，圆中有方，
起笔干净利落，行笔、收笔遒劲有力，中锋为本，亦善施侧锋，
形成苍茫高远、立体感极强的笔致。从而体现出雄浑厚重，高
雅质朴的崇高之美。

结字迥异于原刻，打破了石鼓文的对称原则，进而建立了
一种新的动态平衡。从方正之格局一变而为纵长体势，承邓石
如一派法则却又有改天换地的变革，上紧下松，偏斜取势，形
成了茂密峻伟、雄浑高古的吴昌硕石鼓形象。吴昌硕在篆书

《小戎诗》四屏条的落款中记道：“篆成自视，圆匀似猎碣，而偏
斜取势则又似《怡亭铭》。”敏感的吴昌硕从此书中找到了灵
感，以偏斜取势来书写篆书，并加以夸张。这种偏斜取势的结
体特征成为吴昌硕篆书与古人篆书的最大区别。

自从 1886 年获得石鼓文拓本，直至终年，吴昌硕一直是
临写、创作不辍，成就了一生辉煌的业绩。欣赏吴昌硕的作
品，给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生动、博大、气势磅礴。他所以能
取得如此大成就，除了其诗人气质、金石根基和画家灵性之
外，主要是巧妙地把握了石鼓文作为过渡性书体的特征并加
以夸张，有效地吸取了金文用笔的粗细变化、结体的灵动优
美、章法的随意活泼以及小篆结体加长纵势分明的特点。
吴昌硕的立场是“临气不临形”，他追求的更是“古人为宾
我为主”。

吴昌硕魔术般地挥动巨笔，创造了一个境界高远、意态万
千的“动态石鼓”世界，开创和带动了一个时代崭新的书法面
貌。石鼓文成就了吴昌硕，吴昌硕也让石鼓文得到传扬，可谓
彼此相互成就。用吴昌硕自己的诗来说，就是“不知何者为正
变，自我作古空群雄。”

从馆藏作品看吴昌硕篆书艺术成长及篆学思想
程卫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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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3月在河南省三门峡陕州区中欧物流工地
M19墓葬出土一件骨尺。骨尺长 23厘米，宽 1.4～1.5厘
米，厚0.4厘米，重24克。寸与寸之间距离不等，为2.15～
2.45厘米。一端有孔，孔径0.2厘米, 以便穿系。骨质淡黄
色，整个尺面两头微翘，中间略有弯曲。正反相同墨色纹
饰，尺面绘有边框，边框内绘主体花纹，有孔一端纹饰漫
漶不清，无孔一端先是一组锯齿纹，第二组是一组菱形
网纹，第三组是一组云纹。尺的表面和两侧用墨线刻出
十等分线,整个骨尺小巧玲珑，纹饰精美。

尺是人们必备的生活工具，原始人布指为寸，布掌
为尺，舒肘为丈。就尺度来说，自商代出现之后，经过两
周时期的发展，从“布手知尺”到“累黍定尺”，从东周列
国的各不相同到秦统一度量衡，到汉代承用秦制，尺度
已经相当成熟并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广泛应用于社
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汉书·律历志》记载：“度者，分、寸、
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
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也……一分一
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申
矣。其法用铜，高一寸，广二寸，长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
……”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云：“左手持刀尺，右手执
绫罗，朝成绣裌裙，晚成单罗衫。”刀尺已成为古代妇女
时刻不能离身的日用品。

汉代的尺度，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与研究取得了重
要进展，并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多，逐步得到深化。
1937年，吴承洛的《中国度量衡史》已经注意到古代度量
衡研究需史籍与实物相结合，并得出结论：西汉一尺合
27.5厘米，新莽一尺合23.04厘米或23.75厘米。1964年，
曾武秀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实物资料对汉尺进行概括
认为：西汉一尺为23～23.1厘米，新莽一尺为23.1厘米，
东汉一尺为24厘米。1975年，天石根据考古出土的度量
衡器、度量衡铭文，总结汉代尺度的数值：西汉前期（文、
景、武帝）一尺合今22.5～23.5厘米，后期（昭、宣帝及以
后）一尺合今 23.5～23.75厘米，新莽一尺合今 23～23.1
厘米，东汉一尺合今23～23.8厘米。

1992年丘光明出版了《中国历代度量衡》，该书收录
了1990年以前各地出土和各级博物馆的汉代尺度实物
98件，研究者得出认识：西汉尺度长为23.1厘米，新莽尺
长 23.1厘米，东汉尺长23～24厘米。进而指出：纵观两汉
400余年，西汉和新莽每尺平均长为23.1厘米，而东汉尺
的实际长度略有增长，平均每尺长23.5厘米。上述结论作
为汉代尺度研究的重要成果，已经为学术界广泛采用。
2014年白云翔《汉代尺度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从新发
现的78件尺度实物资料研究得知，汉代日常生活中一尺
的实际长度，西汉和新莽时期一般是23厘米，东汉尺比西
汉尺有所加长，标准值定为23.4厘米较为合适。

此次发掘的三门峡陕州物流工地 69座墓葬中，其
中两汉墓葬64座，北朝墓3座，五代墓1座，清墓1座。整
个工地墓葬东西分布，发掘次序从西到东，主要以西汉
东汉墓为主，西边多为平顶或拱顶洞室墓葬，东边为砖
券室大型东汉墓葬。M19墓葬位于西北部，为土洞式结
构，灰砖竖铺墓底，砖尺寸为 32×14×6.5 厘米。方向
170°，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墓道位于墓室的南侧，
平面呈梯形，长 1.6 米，宽 0.76～0.98 米，深 5.8 米，墓口
距地面距离1.2米。墓室平面为长方形，长3.28米、宽1.0
米、高1.2米，墓室内被盗扰，无骨架，仅从北部灰砖第一
排最西边的灰砖下面出土一件骨尺。墓葬结构基本上与

《三门峡向阳汉墓》的M122、M76-1、M76-2、M41、M10
的墓葬形制相同，为西汉晚期墓葬。骨尺与《汉代尺度的
考古发现及相关研究》中的纳林套海3号墓骨尺和纳林
套海20号墓骨尺相似，为西汉晚期或新莽时期。综合分
析，这件骨尺的年代可定为西汉晚期较为合适，该尺的
发现对研究当时的度量衡制度和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
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三门峡新出土
骨尺的时代问题

胡焕英

▲图1
篆书七言联
释文：万顷桃花千树竹，半潭
秋水一房山。
款识：甫江仁兄大人法家正，
己卯四月苍石弟吴俊篆。
钤印：卜居安吉 吴俊之印
苍石
尺寸：129×30厘米×2
年代：1879年

▼图2
篆书七言联
释文：扁舟不独如张翰，遁世谁
能识子嗟。
款识：竹庭先生正腕，吴俊卿。
钤印：俊卿之印 仓硕
尺寸：133.5×32.5厘米×2
年代：1908年

▲图3
石鼓文七言联
释文：白兔可得射斜日，黄马一乘游
高原。
款识：殿臣仁兄大人属集《石鼓》
十四字，即正,时己酉新秋，安吉
吴俊卿。
钤印：俊卿之印 仓硕
尺寸：136×32厘米×2
年代：1909年

▼图4 石鼓文六言联
释文:鱼如矢执古道，虎惟翰嘉
戎工。
款识:仲篪仁兄属书，为集残
本《石鼓》字，庚申岁寒，七十
七叟吴昌硕。
钤印:俊卿之印 仓硕
尺寸：95×22厘米×2
年代：1920年

▲图5
集散氏盘七言联
释文：自奉中心若新月，又
传西爽入边鸿。
款识：集散鬲字于海上禅甓轩，
时壬戍岁十一月，试濠叟藏
墨。安吉吴昌硕年七十又九。
钤印：鹤寿 俊卿之印 仓硕
尺寸：147×26厘米×2
年代：1922年

▼图6
篆书“寿”字轴
释文：寿
款识：犀园仁兄三十大庆，丁卯
秋仲，吴昌硕，年八十四。
钤印：俊卿之印 仓硕
尺寸：149.5×40.5厘米
年代：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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